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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胡　荣　池上新
　　［摘　要］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不
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差异性，其作用效应是有边界的，不论是社团参与还是社会信任，其对于基层政府信任
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但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
任。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方法显然是改进政
府绩效，当然也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长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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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各种群体性事件和危
害公共信任的事件屡有发生，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受到严重挑战。政府信任危机的出现，一方面会
引发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影响政府政治职
能的正常履行和服务社会的目标实现；另一方面
也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因
此，中国的政治信任问题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一个
重要的研究领域和关注热点。特别是随着我国
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不少
社会问题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也出现了
城乡差别，政府信任同样如此。因此，有必要从
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角度来探讨农村居民的
政府信任。基于此，我们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
分析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现状，并从社会资本和
政府绩效两个视角来探讨影响农村居民政府信
任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期望能与笔者之前关于城
市居民政府信任的结果做对比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政治信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
信任是与合法性、政权基础、政府绩效及政府信
任等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的，通常被定义为公民
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
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①；而狭义的政治信
任即单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又称政府信任。政
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在最高层次上，指
的是公民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即公民所属
国家的态度。在第二个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
诸如民主等政治制度的态度。它还可以指公民
对待诸如议会和政府机构等国家机构的态度。
最后一个层次，是指公民对政治行动者———即作
为个体的政治家的判断和态度［１］（Ｐ６）。由于政
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它可能与特定职位的任职者
相联系，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也可能与制
２６
度相联系①。公众对政府信任的下降可能反映
了公民对政府制度的不满［２］，也可能反映了对
在任政治领导的不满②。
从本质上说，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间的一
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
定关系。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的研究，除了居
民个体的人口学变量因素外，可以概括为两个层
次，即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社会层次，即探讨
信任、参与网络等社会诸多因素对公民的信任倾
向进而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亦称为社会资本视
角；政府层次，即探讨作为信任对象的政府自身
的可信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亦称为政府绩效视
角。我们主要从这两个视角梳理现有的文献，并
据此提出研究问题。
（一）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社会资本”概念由布迪厄首次提出，之后的
学者不断丰富其内涵，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我们采用的是帕特南的定义，“这里所说的社会
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
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
率”［３］（Ｐ１９５）。根据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其实是
以信任为核心、包括公民参与的网络及互惠互利
的规范的同一种资源集合体。帕特南的研究表
明，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
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
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社会资本理论
强调两个主要的要素：一个是由自治组织等社团
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一个是公民之间的互
惠规范与信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一些相关理
论和８０年代的社会运动理论全都阐述过利益
群体和市民组织等社会群体对于促进公民政治
参与的正面影响。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不同
之处在于它从非政治社会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后
果［４］（Ｐ１３７）。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广泛的社会群
体，如家人、朋友等强关系，也包括社区活动或宗
教服务等组织或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组织。所有
这些群体或组织都被认为可以起到像学校一样
的功能，可以教给群体成员各种技能，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政治参与。不过，更为重要
的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出关于信任的论述。社
会网络被认为可以发展出互惠规范与对他人的
信任，而信任被视为促进政治参与与政府绩效的
一大核心要素，从而可以促进民主稳定③。
一些学者围绕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展开了许多研究，认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一
种正相关关系。高度的社会信任促进了政府的
良好运作，政府良好的治理结果又导致人们对政
府的信任。如布雷姆和拉恩指出，民主政府能够
导致普遍信任，而人际信任也反过来使人们更
容易信任自己的政府［５］。阿尔蒙德和维巴指
出，政治疏离与社会信任和不信任的一般态度相
关联，那些对别人有较高信任者往往表现出政治
方面的信任［６］（Ｐ２８３）。阿伯巴克和沃克认为，如
果人们不能信任其他人，那么他一般也不会信
任那些政治职位上有权力诱惑的人［７］。最近的
一些研究也发现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确
实有相关的地方。例如，秦斯和库珀对欧洲和美
国的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的四个因素中，政治
信任只与个人信任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们越是不信任政客或政
府，他也越不信任一般的其他人；相反，人们越是
相信一般其他人，他的政治不信任就会越少［８］。
罗思斯坦指出，如果一个公民不信任政府，觉得
政客们不值得信任，政治机构都会腐败，那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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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将导致他不信任一般人［９］。
但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表明社会信任与政
治信任之间存在关联。卡斯研究了西欧个人信
任、政治信任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后
发现，个人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微小的正面
影响，而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即政治信任度越低，人们的政治参与度反而
越高［１０］。牛顿指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社会
信任与政治行为或志愿行为与政治信任之间并
不存在紧密或连续性的关系［１１］（Ｐ１８５）。金检验
了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参
与社团活动、社会信任都与政治信任和选举活动
并不相关。而且，在志愿社团和政治信任之间
的关系也是模糊的，并且令人困惑［１２］。从美国
全国的数据来看，牛顿得出了与科勒相反的结
论，他并没有发现美国政治信任的下降是由社会
资本下降引起的，人们的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
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发现，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莫
衷一是，甚至出现相反的结论。因此我们提出本
项研究的第一个问题：社会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二）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从根本上讲，政治信任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信任者 （即公民 ）的信任倾向，二是信任对
象 （即政府 ）自身的可信度 （Ｔｒｕｓｔ　Ｗｏｒｔｈｉ－
ｎｅｓｓ）。因而，政府自身的可信度是政治信任的
基础，换言之，公民是否信任政府首先取决于政
府自身是否可信。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人们对政
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同
样，制度理论也认为，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取决
于公民对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也就是说个体对
政府的信任随着总统、国会和经济的表现而上下
波动。因此，政府绩效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个
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公民的信任的。
米勒强调，政治事件、政治态度和期望是对政府
不信任的首要来源［２］。在西特林看来，政治官
员和机构的绩效决定了他们的合法性［４］。金也
发现机构绩效是决定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
量［１２］。因此，国家经济绩效和公民对经济的评
价影响着政治信任，较差的经济表现会导致更
大的不信任［１３］（Ｐ１３２）。国外已有的研究将民众
不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无效率、浪
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上［１３］（Ｐ１３２－１３３）。沃
尔克认为，人们对于政府的整体表现评价低落，
以及对于政治任务绮丽幻想的破灭是导致政府
信任下降的主要原因［１４］（Ｐ２７）。杨克洛维奇则
提出了影响政府信任的三大因素：道德的正当性
危机、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危机和功能的正当性
危机［１５］（Ｐ１２０）。而尼将政治信任流失的因素分
为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的［１３］（Ｐ１３８）。也有
学者强调政治信任受国民经济和公众对经济的
评估的影响，对经济负面的评价会导致对政府的
不信任，而对经济状况评价的改善则会增进人们
对政府的信任；另有一些学者则把信任的流失归
结为犯罪率上升和儿童贫困等社会文化因素。
还有的学者把政治信任的流失归结为许多政治
因素，包括公民对在任领导和制度的评价、不断
曝光的政治腐败和丑闻以及冷战的结束。
相关研究均表明，政府绩效是影响政治信任
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
居民是否适用。因此我们提出本项研究的另一
个问题：政府绩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
对政府的信任？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项研究于２００９年进行，样本按多阶段抽
样方法选取。我们采用立意抽样方法抽取江苏
省太仓市、福建省的寿宁县以及江西省的泰和县
和崇仁县，分别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四种类
型的农村①。太仓市隶属于江苏省苏州市，２０１０
年常住人口８１万人，全市下辖７个镇、１２６个行
４６
① 调查的四个地方２００９年的人均ＧＤＰ分别是，江西泰和县为１１６５２元，江西崇仁县为１２８７５元，福建寿宁县为１９８８９元，江苏
太仓市为１１４７００元。
政村和６８个居民委员会。太仓市区与上海市仅
有一河之隔，经济较为发达。寿宁县地处福建省
东北部，与浙江省交界，距省政府福州市２６０公
里，全县下辖４个镇、１０个乡、２０１个行政村（居
委会），总人口２２万。崇仁县位于江西省中部偏
东，泰和县位于中部偏南。崇仁县距离省会南昌
市１４０公里，全县下辖７个镇、８个乡，共有１４
个居委会和１５０个行政村，总人口４０万人，其中
农业人口２５万，占总人口的６２．５％。泰和县距
南昌市２６２公里，全县下辖１６个镇、６个乡，共
有２２个居委会、２９０个村委会，总人口５３．４万，
其中农村人口４３．６万，占总人口的８２％，城市
化率较低，仍是传统的农业型人口结构。我们用
等距抽样方法从每个县（市）抽取５个乡镇，再从
各个乡镇中按照等距抽样方法各抽取４个行政
村，最后从每个行政村中登记的户籍信息，按照
等距抽样方法抽取２０个１８周岁以上的村民，共
调查１６００人。此次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见表
１。在总样本中，男性占５２．０％，女性占４８．０％；
从年龄上看，平均年龄为４６岁左右，其中３０岁
及以下所占比例为１４．３％，３１岁～４０岁占
２３．５％，４１岁～５０岁占２５．２％，５１岁～６０岁占
２２．０％，６１岁以上的占１５．０％；从受教育年限
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７．１年。
接着我们分别介绍作为本次研究因变量的
政府信任和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和政
府绩效的测量。
（一）政府信任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
任。我们在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分别对党中央国
务院、省委省政府、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政府以
及村党支部村委会①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答案
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５个等级：“很低”、“较
低”、“一般”、“较高”和“很高”。从表２可以看
出，多达６９．９％的受访者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
任程度“很高”，认为省委省政府信任程度“很高”
的有４８．７％，认为县委县政府信任程度“很高”
的比例则降为２７．４％，而认为乡镇党委政府信
任程度“很高”的仅占１９．７％，认为村党支部村
委会信任程度“很高”的则仅为１８．９％，由此可
以看出，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随政府层级
的降低而降低。这一发现与城市居民对各级政
府的威信评价基本一致［１６］。
表１　样本构成情况
变量 定义或赋值
百分比
（％）
样本量
性别
男 ５２．０　 １５９９
女 ４８．０
年龄
３０岁及以下 １４．３　 １５９９
３１－４０岁 ２３．５
４１－５０岁 ２５．２
５１－６０岁 ２２．０
６１岁及以上 １５．０
受教育
年限
６年及以下（小学及以下） ４５．３　 １５８８
７－９年（初中） ３５．０
１０－１２年（高中／中专） １５．７
１３－１６年（大学专科／本科） ３．８
１７年及以上（研究生及以上） ０．３
是否
参军
是 ５．８　 １５７３
否 ９４．２
　　 如果我们把受访者对政府信任度从“很低”
到“很高”依次赋值１分～５分，而后计算受访者
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信任程度的均值的话，
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虽然调查时点存在不一
致，但无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对中央
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其次是省政府，而地方政府
则较低。此外，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变
化相对较小，他们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值为
３．９８分，对街道办事处信任度平均值为３．０７
分，二者相差仅０．９１分，如图１所示。而笔者
２００７年的调查表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度平均值为４．６０分，对乡镇政府则为３．０７
分，二者相差多达１．５３分［１７］。本次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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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村党支部村委会原则上不属于政府部门，但是在农村，其行使的多数职能等同政府部门，因此本研究也将村党支部村委会视
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这点笔者在调查中也深有体会。
显示，农村居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基本保持不
变，对中央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值也高达４．５分；
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相较２００７年有所提高，对
村委会的信任度为３．３３分，二者相差缩至为
１．１７分，但仍然高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基
层政府信任度的逐步提高，我们认为与近年来的
一些惠农政策有关，使农民感受到了更大的实
惠，进而增加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
表２　农村居民对各级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括号内为个案数）
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 县委县政府 乡党委政府 村党支部／村委会
很低 ０．９％（１３） １．１％（１６） ２．０％（２７） ４．１％（５７） ６．４％（９０）
较低 １．７％（２５） ２．５％（３５） ７．７％（１０６） １４．１％（１９６） １４．０％（１９６）
一般 １３．８％（１９９） １９．８％（２７６） ３４．６％（４７６） ３８．５％（５３４） ３８．５％（５４０）
较高 １３．７％（１９８） ２７．９％（３８９） ２８．３％（３９０） ２３．５％（３２６） ２２．２％（３１２）
很高 ６９．９％（１０１１） ４８．７％（６８９） ２７．４％（３７７） １９．７％（２７３） １８．９％（２６５）
合计 １００％（１４４６） １００％（１３９６） １００％（１３７６） １００％（１３８６） １００％（１４０３）
图１　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比较
　　为了解受访者对各级党委政府评价之间
的关系，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５个调查项目
的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这５个项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０．８５６，经最大方
差法旋转，从表３可以清楚地看出，５个调查
项目的结果可以分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
包括受访者对县委县政府、乡党委政府以及
村党支部村委会三级党委政府在农村威信的
评价，可称为“基层政府信任因子”。第二个
因子包括受访者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在农村威信的评价，可称为“高层政府信任
因子”。
表３　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因子分析
项目
均值 因子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基层政府因子 高层政府因子 共量
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 ４．５０　 ０．８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９３９　 ０．８８７
对省委省政府的信任 ４．２０　 ０．９２０　 ０．２９９　 ０．８９１　 ０．８８３
对县委县政府的信任 ３．７２　 １．０１２　 ０．７９７　 ０．４４９　 ０．８３７
对乡镇党委政府的信任 ３．４１　 １．０８０　 ０．９５７　 ０．１６４　 ０．９４３
对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信任 ３．３３　 １．１２５　 ０．９４１　 ０．０７８　 ０．８９１
特征值 ２．５３１　 １．９０９　 ４．４４０
平均方差 ５０．６２４％ ３８．１８７％ ８８．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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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资本
本次研究涉及一个主要预测变量———社会
资本。从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渊源来看，托克维
尔、涂尔干等人对社团、社会团结等的关注似乎
都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集体性特征———它是为整
个社会（或团体）所共同拥有、而不是由独立个体
所独享的社会性资源。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
展 ，这一强调社会资本集体性质的传统在政治
学等领域得到了延续，例如，帕特南与福山等对
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的特别关注。
根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社会资本主
要包括人际网络、信任与规范［３］（Ｐ１９５）。我们将
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农村居民的信任与社团参与
情况，主要考察其集体性的一面。主要从两个方
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鉴于社会资本的集体
性，在数据分析时，将以村落为分析单位，先计算
出每个变量的村落平均值，然后将该平均值赋给
所在村落的居民，如此，同一村落的居民在社会
资本所包含的每一个变量上的得分一致，即村民
共享这一集体性的村落共同体社会资本，只有在
不同的村落之间，居民的得分才不一致。
一是社团参与。我们主要通过测量农村居
民的社团参与情况来了解其人际关系网络，主要
考察农村居民参与各种组织和社团活动的情况，
具体分为：（１）共青团；（２）妇代会；（３）民兵组织；
（４）老人会；（５）企业或经济组织；（６）科技组织；
（７）民间信用组织（如标会等）；（８）体育组织（如
篮球队等）；（９）宗教组织（如基督教、天主教等）；
（１０）寺庙组织；（１１）宗族组织。答案按利克特量
表设计，分为“经常参加”、“有时参加”、“很少参
加”到“从未参加”或“不合适”４个等级，分别赋
值３分至０分。从表４的平均值分析中可以看
出，农村居民参与的社团项目，没有一项的平均
值大于１。受访者参与最多的是共青团、民兵组
织的活动，但平均值也都很低，分别为０．４５和
０．４４，其他项目的平均值更低。因此，总体而言，
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程度均比较弱。
为了解农村居民社团参与的内部差异，我们
运用主成分法对这１１个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进
行因子分析。这１１个项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信度系数０．８７１，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我们提取２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正式组织参与因子”、“非正
式组织参与因子”。其中“正式组织参与因子”包
含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组织、老人会、企业或经
济组织、科技组织、体育组织、宗教组织等８个项
目；“非正式组织参与因子”包括民间信用组织、
寺庙组织、宗族组织等３个项目（见表４）。
表４　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因子分析
项目
均值 因子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正式组织参与因子 非正式组织参与因子 共量
共青团 ０．４５　 ０．３０９　 ０．８３２　 ０．２１６　 ０．７３９
妇代会 ０．２１　 ０．２１７　 ０．８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７０１
民兵组织 ０．４４　 ０．２７２　 ０．７０５　 ０．２６４　 ０．５６６
老人会 ０．２１　 ０．２３９　 ０．９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８１７
企业或经济组织 ０．１４　 ０．１９２　 ０．８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６９６
科技组织 ０．１１　 ０．１４０　 ０．７８６　 ０．１７６　 ０．６４８
民间信用组织 ０．０８　 ０．１４７　 ０．３２８　 ０．６７４　 ０．５６２
体育组织 ０．１７　 ０．１９８　 ０．７２８　 ０．３００　 ０．６２０
宗教组织（如基督教等） ０．０７　 ０．１１３　 ０．５８０　 ０．１６４　 ０．３６３
寺庙组织 ０．１９　 ０．２１４　 ０．０９１　 ０．８３７　 ０．７０９
宗族组织 ０．１８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９　 ０．８２１　 ０．６７５
特征值 ４．９９７　 ２．１００　 ７．０９７
平均方差 ４５．４３０％ １９．０８８％ ６４．５１９％
７６
　　二是社会信任。我们在问卷中分别询问
受访者对亲戚、朋友、邻居、同小组人员、本村
人、同家族人、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社会上大
多数人等８类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答案按利
克特量表分为 “完全相信”、“相信”、“半信半
疑”、“不信”、“根本不信”５个等级，依次由高到
低赋值５分 至１分。从表５可以看出，平均值
分析中，受访者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度最高，分
别为３．４７和３．４０；对邻居、同小组人员、本村
人、同家族人的信任程度也较高，平均值在
３．２０至３．２８之间；而对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
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度则较低，平均值分别
为３．０５和２．９９。这８个项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为０．９３０，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
测量农村居民信任程度的８个项目进行因子分
析，共提取２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特殊信任因
子”和“普遍信任因子”（见表５）。“特殊信任因
子”包括对亲戚、朋友、邻居的信任；“普遍信任
因子”包括对同小组、本村人、同家族人、经亲
朋好友介绍的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以
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通常是以“差序格局”对
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程度的信任。普遍信任
与特殊信任因子的存在表明，这种由来已久的
由亲到疏、由强到弱的差序格局依然存在。
表５　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因子分析
项目
均值 因子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普遍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共量
亲戚 ３．４７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１　 ０．９３５　 ０．８７４
朋友 ３．４０　 ０．１８５　 ０．３０４　 ０．８４５　 ０．８０６
邻居 ３．２７　 ０．１７２　 ０．６３１　 ０．６８５　 ０．８６７
同小组的人 ３．２２　 ０．１８５　 ０．７９６　 ０．５１１　 ０．８９６
本村的人 ３．２０　 ０．１７４　 ０．８０６　 ０．４８６　 ０．８８６
同家族的人 ３．２８　 ０．１６３　 ０．７２１　 ０．６０１　 ０．８８１
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 ３．０５　 ０．１６３　 ０．７２１　 ０．６０１　 ０．８８１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２．９９　 ０．２３４　 ０．８７８ －０．０５３　 ０．７７４
特征值 ３．５８５　 ３．２８０　 ６．８６５
平均方差 ４４．８０６％ ４１．０％ ８５．８０６％
　　（三）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
的结果、效益和效能，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
其意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管理能力。政府绩
效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主要分为政治绩效、经济
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由于我们研究的因
变量是各级政府的信任，对不同层次的政府绩效
都要有一些相关的指标来测量，因此，在问卷中
考察了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带领人民群众共同
致富、维护社会治安、反腐败、帮老百姓解决难题
（如看病难、找工作难）以及尊重人民群众意见等
６个方面的绩效。问题的答案也按利克特量表
设计成５个等级，分别为“很不好”、“不好”、“一
般”、“好”以及“很好”，依次赋值１分至５分，满
意度越高分值越高。这６个方面一共２４个项目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是０．９４２，我们运
用主成分法对测量各级政府绩效的２４个问题进
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出６个
因子。第一个因子命名为“高层经济绩效因子”，
包括省政府、中央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带领人民群
众共同致富方面的绩效以及中央政府在维持社
会治安、反腐败等方面的绩效；第二个因子命名
为“基层经济绩效因子”，包括乡镇政府、县政府
在发展经济和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方面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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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第三个因子命名为“基层治安绩效因子”，包
括乡镇政府、县政府及省政府在维护社会治安方
面的绩效；第四个因子命名为“解决难题绩效因
子”，包括各级政府在帮老百姓解决难题（如看病
难、找工作难）方面的绩效；第五个因子命名为
“基层反腐绩效因子”，包括乡镇政府、县政府及
省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绩效；第六个因子命名为
“尊重民意绩效因子”，包括各级政府在尊重人民
群众意见方面的绩效（见表６）。
表６　各级政府绩效因子分析
项目
高层经济
绩效因子
基层经济
绩效因子
基层治安
绩效因子
解决难题
绩效因子
基层反腐
绩效因子
尊重民意
绩效因子
共量
发展经
济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１１８　 ０．８６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９　 ０．８０１
县政府 ０．２５８　 ０．８３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３　 ０．８０３
省政府 ０．６９５　 ０．４７６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４　 ０．７３４
中央政府 ０．８３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７２８
带领人民群众
共同致富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０７１　 ０．８３９　 ０．１７２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５　 ０．７９７
县政府 ０．２０９　 ０．８１６　 ０．１７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４　 ０．８０１
省政府 ０．６６０　 ０．４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０　 ０．７０４
中央政府 ０．８１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６　 ０．７２５
维护社会
治安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３　 ０．８３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８８２
县政府 ０．１０４　 ０．３３１　 ０．８５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０６　 ０．９０８
省政府 ０．４７９　 ０．０６１　 ０．７４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３　 ０．８４６
中央政府 ０．６２３ －０．１３２　 ０．５８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０　 ０．７９５
反腐败
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０９３　 ０．４９８　 ０．２１９　 ０．１２６　 ０．７３８　 ０．１１７　 ０．８７９
县政府 －０．０１３　 ０．４４２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１　 ０．７８７　 ０．１３０　 ０．８９４
省政府 ０．４４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５４　 ０．７５２　 ０．１３４　 ０．８２６
中央政府 ０．６３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５　 ０．６０１　 ０．１４１　 ０．８１５
帮老百姓解决
难题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０７４　 ０．４８３　 ０．１９０　 ０．７５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９　 ０．８８４
县政府 ０．０２６　 ０．４２２　 ０．１９３　 ０．７９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８　 ０．９１１
省政府 ０．４２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０　 ０．７７１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８　 ０．８６０
中央政府 ０．５８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７　 ０．６４８　 ０．０９５　 ０．２０１　 ０．８３０
尊重人民群众
意见方面
乡镇政府 －０．０９２　 ０．５６９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６５４　 ０．８７４
县政府 ０．０２１　 ０．５２６　 ０．１８２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６　 ０．７０２　 ０．８９７
省政府 ０．４３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１１　 ０．２３１　 ０．１２８　 ０．７４６　 ０．８４４
中央政府 ０．５７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６　 ０．１７５　 ０．０９２　 ０．６８５　 ０．８４３
特征值 ４．６５０　 ５．０７２　 ２．７５９　 ２．６３４　 ２．４８９　 ２．２７７　 １９．８８１
平均方差 １９．３７４％ ２１．１３５％ １１．４９７％ １０．９７６％ １０．３７２％ ９．４８７％ ８２．８４１％
三、研究发现
为了全面且客观地分析社会资本、政府绩效
对农村居民政府信任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别以基层政府信
任、高层政府信任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的各因
素和政府绩效的各因素为主要预测变量，同时还
加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是否参
军等公民个体特质作为控制变量。
我们先来看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年
９６
龄平方、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军等因素对农村居
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从表７可以看出，这５个控
制变量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但性别、年龄和年龄平方对高层政府信任
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从性别上看，在
高层政府信任中，男性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要高于
女性居民。另外，在年龄变量上，年龄平方的回
归系数为负数，因此年龄与高层政府信任之间呈
倒“Ｕ”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大，政府信任也
随之增加，但是到达一定极值后，政府信任反而
开始下降。以高层政府信任为例，当农村居民年
龄到达５７岁时①，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受教育
年限、是否参军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论是基层
政府还是高层政府，在统计上都不具有显著性。
表７　影响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多元回归模型
预测变量
模型１：基层政府信任 模型２：高层政府信任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显著性水平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显著性水平
性别ａ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７　 ０．３１６　 ０．１９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
年龄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４　 ０．４３５　 ０．０３４　 ０．４５１　 ０．００７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３５　 ０．３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３２６　 ０．００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６８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８
是否参军ｂ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２　 ０．６３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７　 ０．５２１
社会资本视角：
　正式组织因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５
　非正式组织因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２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３３０
特殊信任因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７６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６８
普遍信任因子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９
政府绩效视角：
　高层经济绩效因子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３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０
　基层经济绩效因子 ０．４１０　 ０．４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４
　基层治安绩效因子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２８２
　解决难题绩效因子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０７
　基层反腐绩效因子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５０２
　尊重民意绩效因子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００
常数 －０．１５２　 ０．５９６ －１．０９７　 ０．０００
Ｎ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３０．１％ ２１．６％
Ｆ　 ３６．２８９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６　 ０．０００
　　（注：ａ男 ＝１，女 ＝０；ｂ是＝１，否＝０）
　　社会资本的诸因子对政府信任又有怎样的
影响？
首先，社团参与对高层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
响，但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正面的。具体来
看，在表７模型１中可以看到，“正式组织参与”
对农村居民基层政府信任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
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则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
响。在农村社区，正式组织一般多为当地政府所
办，或者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承办，因
此参与正式组织行为意味着对当地官方行为的
认可，从而提升其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而“非
正式组织参与”对于基层政府信任和高层政府信
０７
① 年龄极值＝－（年龄的回归系数）／（２×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即－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３×２）５７。
任均没有显著作用。社团参与有助于政府信任
的结论，与熊美娟针对澳门市居民的调查结果保
持一致，其认为社团组织参与对居民的政府信任
具有很强的正向关系［１８］。但是这一研究发现
与胡荣等对厦门市居民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在城
市居民中，社团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负面
的［１６］。针对这一结论的城乡差异，笔者将在后
文“结论与讨论”部分给予阐述。
其次，社会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正
面的影响，并且普遍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特殊信任
的影响。表７中，在测量社会信任的２个因子
中，“特殊信任因子”不论对于基层政府信任还是
高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普遍信任因子”对于高层政府信任也没有显著
性影响，但对于基层政府信任就有非常显著的正
向影响。另外，从标准回归系数看，“特殊信任因
子”对基层政府与高层政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
分别为０．００８和０．０３６，而“普遍信任因子”对基
层政府与高层政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６２和０．０４１，数值均比“特殊信任因子”要高。
因此可以说，“普遍信任因子”比“特殊信任因子”
对于政府信任具有更大的影响。中国人通常是
以“差序格局”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程度的信
任，关系越近，越是特殊，信任程度就越高。笔者
对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普遍主义的熟人
信任，还是特殊主义的亲友信任，都能提升个人
对政府的信任度，而以兼具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
的同事信任的影响最大［１６］。然而本研究发现，
普遍信任对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具有更大的
影响。如果说特殊信任是强关系信任，普遍信任
是弱关系信任，那么本研究的发现就是弱关系信
任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具有更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看测量政府绩效的６个因子
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表７可以看到，除了“基
层治安绩效因子”、“解决难题绩效因子”和“基层
反腐绩效因子”对高层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其余各项对因变量均具有很强的显
著性。
第一，对各层级政府经济绩效的满意度直接
影响农村居民对各层级政府的信任度。由表７
得知，“高层经济绩效因子”与“基层经济绩效因
子”不论对于高层政府还是基层政府都有很强的
显著影响，但仔细观察其回归系数的正负性可以
发现，经济绩效因子对各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存
在此消彼长的趋势，即高层经济绩效因子对高层
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而对基层政府信
任具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基层经济绩效因子对基
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而对高层政府
信任具有消极负面的影响。这可能是相互参照
比较的结果。另外，通过比较６个因子的标准回
归系数，不论是对于基层政府信任还是高层政府
信任，影响最大的均是其对应的经济绩效因子。
在基层政府信任模型中，基层经济绩效因子的标
准回归系数达到了０．４１８，而在高层政府信任模
型中，高层经济绩效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也达到
了０．３７１。说明在政府绩效各变量中，经济绩效
是政府信任的最大影响因素。
第二，“基层治安绩效因子”、“解决难题绩效
因子”和“基层反腐绩效因子”对基层政府信任具
有很强的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对高层政府信任的
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观察这３个因子对于
基层政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在０．１２２～
０．２０３之间，三者合起来达到了０．４７６。这说明，
受访者对基层社会治安、帮老百姓解决难题（如
看病难、找工作难）、基层反腐败等方面越是满
意，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
第三，“尊重民意绩效因子”不论对于基层政
府信任还是高层政府信任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换句话说，在尊重人民群众意见方面越是满意，
其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就越高。由表７可以看到，
“尊重民意绩效因子”对基层政府信任与高层政
府信任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１３５和０．１１３，
均比较高。因此，不论对于基层政府还是高层政
府，在执政过程当中，“想老百姓所想”，倾听民
意、尊重民意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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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
公共权力的获得和有效运行的前提，较高的政治
信任可以促使政治主体获得更多的权力机会和
权威影响。正如伊斯顿所说：“一个成员可能因
为许多不同的缘由而愿意服从当局并遵守典则
的要求，然而，最稳定的支持还是源于成员相信，
对他来说，承认并服从当局、遵奉典则的要求是
正确的和适当的”［１９］（Ｐ２７３）。信任政府的公民更
可能遵纪守法、支持政府的倡议和在无需借助强
制力的情况下追随政治领导。较高的信任与较
少介入动员式参与相联系，而低度的信任使得政
治领导的成功更为困难，并导致政府在一系列国
内政策方面无法得到支持。对政府信任的缺失
还与参与骚乱和其他反对体制的政治活动相关
联。再者，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长期缺失还会导致
对 政 治 制 度 及 其 基 本 原 则 信 任 的 崩
溃［１３］（Ｐ１３６）。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信任独立于直
接的政策结果，因此享有较多信任的政府在完成
紧迫的政治任务时一旦遇到困难便具有更大的
机动空间，获得公众高度信任的政府在遇到政策
失误之后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对政治信任与
民主、稳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的概
念，但政府信任下降的形式可能表明公民对于判
断政府官员更加老练，并且常常发现他们不可信
任［２０］（Ｐ３２３）。针对政治不信任到底是对整个政
府的威胁还是对在位者的威胁议题，最著名的是
米勒和西特林、西特林和格林的辩论。米勒认为
公众的犬儒主义导致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拒绝，
并对整个政府体制带来了威胁［２］；而西特林则
更为乐观，他认为民众对在位者政策制定的绩
效不满及政治领导能力是不信任的主要原因。
西特林认为，犬儒主义只是对在位的被选举官员
的再选举方面提出了威胁，但是它并不能危及治
理的体制。学者们也同时认识到“政治不信任”
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和思想，制度化的不信任并不
意味着培养对制度的不信任，它意味着运用合理
的制度设计原则使制度能够监督其他机构的权
力。“首先，从制度的角度看，任何制度都以不信
任为起点，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人类不需要政
府。其次，从权利的角度看，‘政治不信任’是公
民权利的表现，人们有权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
疑，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这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政治不
信任是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的显示器，如果政治
不信任度上升，则表明现行公共政策已经出现问
题，应该做出调整，政府制度需要改革和完
善。”［２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道路最显著的成
就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道路呈现的发展奇
迹，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包括在政治上采取
了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政治领导，建立了富有
强大经济动力和社会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在社会方面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
速推进。当然，还包括实现了人口的低速度增
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社会抚养比的持续下降
等。这些都是政府主导推动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大大提升了政府在居民心目中的威信。然而，目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增长
的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社会矛盾
日益突出，一些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住房、
医疗和教育等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不但
削弱了政府执政能力，降低其行政效率，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最终也必然危害
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本文从社会资本、政府绩效的视角分析了农
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具体有四点发现。
第一，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二分区隔。与以
往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比较，无论是城市
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他们对党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最高，省委省政府居次，而地方政府则较低。换
句话说，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随政府层级的降
低而降低。但是比较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各
级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值可以发现，城市居民对党
２７
中央信任度的平均值为３．９８分，对街道办事处
信任度的平均值为３．０７分，二者相差仅０．９１
分［１６］；而农村居民从对党中央信任度的平均值
４．５０分到对村党支部村委会的３．３３分，二者相
差为１．１７分，这一差值虽然比以往研究得出的
１．５３分［１７］要降低很多，但也仍然高于城市居
民。正因如此，城市居民在看待政府信任时往往
将政府看成一个整体，在因子分析时也只有一个
“政府信任”因子；而农村居民在看待政府信任
时，因为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变化相对较大，因
此往往做出高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二分区隔。
第二，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对不同层级的政
府信任存在差异性，不论是社团参与还是社会信
任，其对基层政府信任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但对于高层政府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由此也
表明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应是有边界的，
同时这种差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黄先碧
提出的“关系网的效力是有边界的”［２２］观点。
首先，正式组织的社团参与有助于基层政府信任
的提高，而对于高层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这
一结论与熊美娟针对澳门市居民的调查结果保
持一致［１８］，但与胡荣等对厦门市居民的调查结
果不一致，在城市居民中，社团参与对政府信任
的影响是负面的［１６］。针对这一结论的城乡差
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社团性质的多元
化，除了一些官办色彩的社团，民间组织、宗教组
织等大量充斥其中，这些自由社团往往更加关注
政府的负面新闻，如政府腐败以及在应对公共危
机事件中的不良表现等，从而出现城市居民社团
参与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现象。其次，社会信任对
基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并且普遍信
任的影响要大于特殊信任的影响。如果说特殊
信任是强关系信任，普遍信任是弱关系信任，由
于农村居民交往范围所限，其信任也是有边界
的，强关系信任的群体多局限于亲戚好友以及邻
居等，其同质性太强。而弱关系信任群体由于异
质性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弱关系更有利
于求职［２３］。同样地，本研究发现在转型期的中
国农村地区，弱关系信任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三，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对政
府的信任。这一结论在城市居民调查中同样得
以验证。我们在问卷中考察了各级政府在发展
经济、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维护社会治安、反
腐败、帮老百姓解决难题（如看病难、找工作难）
以及尊重人民群众意见等６个方面的绩效。回
归结果显示，除了“基层治安绩效因子”、“解决难
题绩效因子”和“基层反腐绩效因子”对高层政府
信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余各项对因变
量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首先，对各层级政府经
济绩效的满意度是农村居民对各层级政府信任
度的最大影响因素，并且经济绩效因子对各层级
政府信任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的趋势，即高层经
济绩效因子对高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
响，而对基层政府信任具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同
样，基层经济绩效因子对基层政府信任具有积极
正面的影响，而对高层政府信任具有消极负面的
影响。其次，“基层治安绩效因子”、“解决难题绩
效因子”和“基层反腐绩效因子”对基层政府信任
具有很强的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对高层政府信任
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最后，“尊重民意绩
效因子”不论对于基层政府信任还是高层政府信
任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换言之，在尊重人民群
众意见方面越是满意，其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就
越高。
第四，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政府信
任。就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谁更能解释和预测
政府信任而言，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政治信任
在统计上与政治因素更为相关，而不是和社会信
任相关度更高的社会因素更为相关，如收入、教
育、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２４］。正如Ｎｅｗｔｏｎ指
出的，政治信任“并不是‘信任性格’的一个基本
特征，而是对政治世界的一个评价。政治信任作
为公 民 眼 里 政 治 系 统 绩 效 表 现 的 试 金
石”［１１］（Ｐ１８５）。Ｒｏｄｇｅｒｓ对黑人青少年政治犬儒
主义的研究发现，心理因素（即社会信任）和政治
３７
因素对于黑人青少年的政治效能和政治犬儒主
义都有显著影响［２５］。但他强调指出，政治评价
看来是更为重要的，尽管社会信任也有一定影
响。Ｋｉｍ认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一个
重要的区别：当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由文化规
则和价值观形成的，它是一种长期的力量，而对
政治机构的信任则部分可以短期内由于政府机
构的短期变动而相应改变［１２］。这种区别尤其
重要，因为它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首先并主要
依赖社会资本来解救政治不信任是不太明智的，
因为政治信任度是与变动的政治事件相一致的，
而且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社会资本的存量。
另外，Ａｍｂｌｅｒ提出了很多解释，尽管他的数据无
法证实其结论，但他仍然认为相比于社会信任，
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往往是更为重要的长期因
素［２６］。由此可见，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
者都认同政治信任作为反映人们对政治世界的
信念与观点，虽然社会资本有一定的影响和作
用，但它更多是由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评价而决定
的，即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政治信任。
这一结论在本项研究中亦可以得到验证，从回归
模型看，政府绩效各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
值要远远大于社会资本的各个测量指标，并且在
显著性水平上也更胜一筹。因此，我们需要明确
的是，更为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信任的方法显然
是改进政府绩效，因为社会资本这种长期力量很
难产生立即的政治结果。但社会资本存量确实
是能否重建政治资本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需
要长期积累，较好的社会资本是一个有效的政治
体制的先决条件，并有助于创建政治资本。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对政
府绩效的测量，我们用居民对各级政府在六个方
面的表现的满意度来体现，由于居民对不同层级
的政府存在认知程度上的差异，如了解中央政府
显然要比了解村委会难得多，因此测量得出的各
级政府绩效的有效性将受到一定影响。此外，居
民对政府的信任与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很可能是
相互影响的，如何解决二者的内生性问题将是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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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杰
（上接第５５页）
主政治建设的期待放在网络新媒体中，对网络新媒体的民主参与功能、民主潜力与民主价值充满信
心，期待网络新媒体的政治参与给现实民主政治建设带来外在的压力和动力，并促进民主政治的转
型。诚然，网络新媒体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塑造了大量的“软”环境，但由于网络新媒体具有天然弱点
以及互联网本身具有强烈的“工具”色彩，使得虚拟化的网络民主并不能成为现实民主政治制度的替
代品，依靠网络新媒体自动带来民主制度的建构是不现实的。网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质量都受现有
民主水平的制约，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现实的制度性建设。政治社会制度与结构决定了新媒体
可能的民主功能及限度，必须同时着眼于现实权力民主化的改进，线上的民主需通过线下的努力才能
推进整个民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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